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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可持续发展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是当前乡村研究的重要议题。
 

引入多层级行动者网络分析视角,
 

以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为研究案例,
 

分析典型村庄和美乡村建设的多层级行动者网络的构成及其转译过程,
 

并进一步探究和美乡村建设的协同机制。
 

研究发现:
 

下庄村和美乡村建设是在国家政策持续推动下,
 

由地方政府、
 

村级组织、
 

产业主体、
 

农户以及土地、
 

公共空间、
 

基础设施等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共同参与,
 

通过持续转译不断重

组多层级行动者网络而推进的协同过程;
 

村庄发展大体经历了初步宜居阶段、
 

宜业发展与居业协同推进阶段,
 

以及

综合协同推进的和美乡村建设阶段;
 

其协同机制体现为多层级联动运行、
 

“人—地—业”关键行动者转译以及多层

级行动者网络能力累积3类机制的共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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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stainable
 

r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promotion
 

of
 

livable,
 

workable,
 

and
 

beautiful
 

rural
 

construction
 

are
 

important
 

topics
 

in
 

current
 

rural
 

studies.
 

This
 

paper
 

introduceda
 

multi-level
 

actor
 

network
 

analysis
 

perspective
 

and
 

took
 

Xiazhuang
 

Village
 

in
 

Zhuxian
 

Township
 

Wushan
 

County,
 

Chongqing,
 

as
 

a
 

case
 

study.
 

It
 

analyzed
 

the
 

composition
 

and
 

translation
 

process
 

of
 

multi-level
 

actor
 

network
 

involv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typical
 

harmonious
 

and
 

beautiful
 

village,
 

and
 

further
 

explored
 

the
 

collaborative
 

mecha-

nism
 

involved.
 

The
 

findings
 

reveale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and
 

beautiful
 

village
 

in
 

Xiazhuang
 

Village
 

was
 

a
 

collaborative
 

process
 

driven
 

by
 

continuous
 

national
 

policy
 

support,
 

involv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village-level
 

organizations,
 

industrial
 

entities,
 

farmers,
 

and
 

non-human
 

actors
 

such
 

as
 

land,
 

public
 

space,
 

and
 

infrastructure.
 

Through
 

ongoing
 

translation
 

processes,
 

the
 

multi-

level
 

actor
 

network
 

was
 

continuously
 

reconfigured.
 

The
 

village􀆳s
 

development
 

had
 

generally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the
 

initial
 

stage
 

of
 

livable
 

villages,
 

the
 

stage
 

of
 

workable
 

development
 

and
 

coordinated
 

devel-

opment
 

of
 

residence
 

and
 

industry,
 

and
 

the
 

stage
 

of
 

harmonious
 

and
 

beautiful
 

rural
 

construction
 

through
 

comprehensive
 

and
 

collaborative
 

advancement.
 

The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was
 

manifested
 

through
 

the
 

interplay
 

of
 

multi-level
 

linkage
 

operation,
 

translation
 

of
 

key
 

actors
 

in
 

the
 

“human-land-industry”
 

frame-

work,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actor
 

network
 

capabilities.
 

This
 

paper
 

expands
 

the
 

application
 

of
 

multi-lev-

el
 

actor
 

network
 

theory
 

in
 

rural
 

construction
 

research
 

and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practical
 

path
 

of
 

multi-actor
 

collaboration
 

in
 

building
 

harmonious
 

and
 

beautiful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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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与快速城市化背景下,
 

乡村在生态安全[1-2]、
 

粮食保障[3]与文化延续[4]中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凸

显,
 

乡村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重要议题[5]。
 

联合国《变革我们的世界:
 

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进一步强调了乡村在减贫、
 

社区可持续与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关键地位[6-7]。
 

然而,
 

在人口持续

外流、
 

产业结构调整与资源环境约束叠加作用下,
 

乡村地区普遍面临人口衰退、
 

产业弱化与空间功能退化

等多重压力[8],
 

乡村发展正面临深刻而复杂的现实挑战。
 

我国乡村建设在国家战略持续引导下呈现出明显

的阶段性演进特征,
 

从“美丽乡村”到“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再到“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乡村建设目标由

以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改善为主的阶段,
 

逐步转向产业发展、
 

社会治理、
 

文化塑造与生态修复协同推进的

综合治理阶段[9]。
 

不同于以往以工程建设或空间整治为重点的乡村建设模式,
 

和美乡村建设更强调多层级

行动者的共同参与以及多重要素的协同重构,
 

其本质上是在政策持续介入的背景下,
 

由多层级行动主体不

断互动、
 

逐步生成协同关系的一个复杂实践过程。
 

因此,
 

如何从过程视角出发,
 

揭示多层级行动者网络的

形成与演化,
 

并剖析其背后的协同运行机制,
 

成为当前乡村研究亟需回应的现实问题。

现有研究围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内涵界定、
 

时代价值与实践路径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阐释[9-13],
 

学者们从宜居、
 

宜业与和美等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对不同地区和美乡村建设水平及其区域差异进行了

测度分析[14-15]。
 

相关研究为深化和美乡村的科学内涵、
 

建设目标与实践路径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

础[16-21]。
 

但既有研究仍以内涵阐释、
 

建设水平测度与建设模式分析为主,
 

对和美乡村建设在具体村庄尺度

上的运行过程关注相对不足,
 

尤其是在政策持续介入与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背景下,
 

不同层级行动主体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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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宜居、
 

宜业与和美目标展开协作,
 

其协作关系如何在制度约束、
 

资源配置与地方实践互动中生成、
 

调

整与稳定,
 

尚缺乏系统研究。
 

现有实证研究也多侧重于建设成效的结果性评价,
 

较少深入揭示地方政府、
 

村级组织、
 

经营主体与村民等多元主体在和美乡村建设实践中的协同过程及其内在机制。
 

在相关理论研究

中,
 

文献[22]提出了行动者网络理论,
 

强调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在同一网络中通过转译过程共同塑造社会

实践,
 

为理解行动者互动及非人要素在实践中的能动作用提供了重要视角,
 

但其对宏观制度结构及长期约

束条件的关注相对有限。
 

多层级视角由文献[23]提出,
 

通过“景观—体制—利基”结构解释制度环境与实践

变迁之间的关系,
 

在社会技术转型和农业发展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24],
 

然而这一视角对具体行动主体间的

互动过程及其协同生成机制描述不多。
 

两类理论分别从关系网络与制度层级出发,
 

揭示了社会实践的不同

侧面,
 

为理解政策主导型乡村建设过程提供了互补性的分析视角。

和美乡村建设过程涉及多层级行动者的广泛参与,
 

仅从行动者关系网络或制度层级任一视角切入,
 

都

难以系统解释其建设过程和协同关系的形成逻辑。
 

因此,
 

本研究借鉴多层级行动者网络[25]的分析思路,
 

从

跨层级互动的过程视角出发,
 

关注新时代背景下,
 

不同层级行动者围绕发展目标与资源配置展开协商互动

的具体过程。
 

我国西南山区乡村普遍资源禀赋受限、
 

空间条件复杂,
 

且发展基础薄弱,
 

其转型发展路径高

度依赖政府引导与多主体协同。
 

基于此,
 

本研究选取重庆市巫山县下庄村为案例样本,
 

通过梳理其和美乡

村建设不同阶段中各层级行动者参与实践的演进历程,
 

重点分析地方政府、
 

村级组织、
 

经营主体与村民等

行动者在政策持续介入背景下的互动方式,
 

以及协同关系的生成机制,
 

旨在从经验层面深化对和美乡村建

设过程及协同机制的理解,
 

为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启示。

1 理论分析

1.1 理论基础

行动者网络理论为理解社会实践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结构或主体分析的视角。
 

在这一理论中,
 

社会

行动被视为多种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不断互动、
 

协商并相互塑造的过程,
 

其结果往往表现为一种不断生成

和调整的关系网络[26-27]。
 

该理论通过赋予土地、
 

技术、
 

制度等非人类要素以行动地位,
 

能够更好地解释特

定情境中行动网络的形成及其稳定过程[28-30]。
 

然而,
 

相关研究在应用该理论时,
 

往往更关注行动者之间的

微观互动关系,
 

而对影响地方实践的宏观制度环境及其长期结构性约束的讨论相对有限。
 

与之形成互补的

是多层级视角,
 

该理论通过“景观—体制—利基”3个层级阐释了制度环境、
 

主导规则体系与新实践空间之

间的结构差异,
 

用以解释实践创新在既有制度约束下的演化过程[31]。
 

这一视角能够有效阐释政策导向与制

度环境对地方实践的塑造作用[32-33],
 

但对不同主体在具体情境中的互动过程及其协同生成机制的揭示相对

有限,
 

尤其对行动者如何通过互动重塑制度规则的过程关注不足。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
 

近年来有学者进一步尝试将多层级视角与行动者网络理论加以整合。
 

在对印度

尼西亚泥炭地项目的研究中,
 

文献[25]提出了多层级行动者网络分析框架。
 

该框架将多层级理论对制度

结构稳定性的关注与行动者网络理论对行动者动员和转译过程的分析结合起来,
 

将不同层级理解为稳

定性程度各异的行动者网络。
 

在这一框架中,
 

3个层级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制度环境。
 

利基层通常被视为

创新与变化最为活跃的层面,
 

新行动者、
 

新实践以及新的合作关系往往在这一层级首先出现并逐渐发

展,
 

为网络演化提供动力;
 

体制层主要由既有制度安排和组织体系构成,
 

承担着政策承接、
 

资源配置以

及具体执行等功能,
 

在维持网络运行和推动其扩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景观层更多体现为宏观制度背

景、
 

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地理环境等长期形成的结构性条件,
 

这些因素具有较高稳定性,
 

对下层网络产生

持续影响。

在这种多层级结构中,
 

行动者的权力与能动性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而是在不同稳定性条件的制度环境

中不断被塑造和表达。
 

借鉴这一分析思路,
 

本研究将多层级行动者网络理解为一种由异质行动者构成,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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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于不同制度稳定性层级之中的网络体系,
 

各类行动者通过跨层级的转译与联结形成动态互动关系。
 

与

经典行动者网络理论侧重在平面网络中追踪行动者关系不同,
 

该框架强调网络始终处于特定制度环境之

中,
 

行动者的关系模式、
 

资源获取及权力运作均受到不同层级稳定性的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
 

这里所说的

多层级并不指行动主体在行政体系中的等级差异,
 

而是强调行动者所在制度环境的稳定性梯度。
 

具体而

言,
 

景观层通常表现为高度稳定的宏观结构,
 

体制层具有相对稳定的制度安排,
 

而利基层则更具动态性与

开放性。
 

不同层级为行动者网络提供了差异化的结构条件与行动资源。

1.2 分析框架构建

和美乡村建设通常表现出多主体参与、
 

多要素互动以及跨层级协同推进的特征。
 

在建设过程中,
 

一方

面,
 

国家战略导向、
 

相关政策体系以及资源配置规则等制度性因素对乡村建设实践持续产生影响;
 

另一方

面,
 

地方政府、
 

村级组织、
 

产业主体与农户等多类行动者在具体项目实施中不断开展协作与协调[9]。
 

与此

同时,
 

土地、
 

公共空间、
 

基础设施、
 

产业载体以及文化符号等非人类行动者,
 

也在产业培育、
 

空间塑造以及

地方认同形成等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30]。

在此基础上,
 

本研究借鉴多层级行动者网络的分析思路,
 

构建如图1所示的分析框架。

横轴表示乡村发展时间演进过程,
 

纵轴表示不同层级行动者网络结构变化,
 

左下轴表示村庄发展状态的阶段性变化。

图1 多层级行动者网络分析框架(改绘自文献[25])

该框架以层级结构、
 

行动者互动以及转译过程作为主要分析维度,
 

用以解释和美乡村建设的推进过

程及其协同机制。
 

在本框架中,
 

景观层主要指由国家发展战略、
 

宏观政策导向、
 

区域发展格局以及生态

环境约束等因素共同构成的宏观制度背景,
 

这一层级通过确立总体发展方向与行动边界,
 

对其他层级产

生长期约束,
 

同时也为其提供重要的制度资源。
 

体制层则是在既有政策体系、
 

治理结构及资源配置规则

基础上运行的中观治理体系,
 

在宏观战略与具体实践之间发挥着关键的中介作用,
 

通过规则制定与资源

配置,
 

对利基层的具体实践形成引导与约束。
 

相比之下,
 

利基层是乡村建设实践发生的在地场域,
 

由村

级组织、
 

经营主体、
 

农户等人类行动者,
 

以及土地、
 

公共空间、
 

基础设施、
 

产业载体与文化符号等非人类

行动者共同构成,
 

在这一层级中,
 

政策与制度安排被具体执行,
 

同时也可能在实践过程中遭遇调整甚至

再创造。
 

转译主要指不同行动者围绕发展目标与资源配置展开的协商、
 

动员与协调过程。
 

在这一过程

中,
 

核心行动者首先对问题进行界定,
 

并提出解决路径,
 

从而形成各类行动者必须回应的关键议题,
 

即

“强制通行点”。
 

随后,
 

通过政策工具、
 

利益激励或组织动员等方式,
 

将相关行动者纳入共同的行动框架,
 

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为“征召”。
 

在持续协商与调整中,
 

不同行动者的目标与利益逐步协调,
 

并最终形成相

对稳定的行动网络。
 

不同层级的行动者网络通过这种跨层级转译过程形成动态联结。
 

图1中以跨层级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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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通道示意不同层级行动者网络之间发生协商、
 

动员与反馈的制度与组织连接路径。
 

具体而言,
 

跨层级

转译既包含自上而下的政策转化过程,
 

也包含自下而上的实践反馈过程。
 

一方面,
 

体制层将景观层的政

策导向转化为具体项目,
 

并动员利基层参与实施;
 

另一方面,
 

利基层在承接相关项目时,
 

会根据在地条

件对外部项目逻辑进行适度调适,
 

并通过信息反馈、
 

实践总结以及协商互动等方式影响上层议题设置。
 

在持续的跨层级转译过程中,
 

不同层级的行动者网络得以不断联结与重组,
 

多主体之间的协作关系也在

这一过程中逐步形成并趋于稳定。
 

这种协同关系,
 

本质上是跨层级转译持续运行以及各层级网络相互调

适的结果。

2 研究设计

2.1 案例地概况

本研究以中国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为案例区域(图2)。

审图号为GS(2024)0650号

图2 研究区区位图

下庄村位于重庆市东部山区巫山县竹贤乡西部,
 

距离县城约60
 

km,
 

地处五里坡世界自然遗产地,
 

属于典型生态敏感区。
 

村域面积为9.1
 

km2,
 

地貌以喀斯特地形为主,
 

四周被高约1
 

100
 

m的石灰岩峭

壁环绕,
 

地势封闭,
 

交通条件长期受限,
 

曾是重庆市典型深度贫困村。
 

1997年,
 

在村党支部书记带领下,
 

村民开始在悬崖绝壁上凿石修路,
 

经过7年持续施工,
 

一条被称为“绝壁天路”的通村公路最终建成,
 

为

长期交通闭塞的村庄打开了对外联系的重要通道。
 

近年来,
 

随着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及乡村振兴战略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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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推进,
 

下庄村已逐步完成整村脱贫,
 

是巫山县首个整村脱贫村,
 

并被评为重庆市“五星级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示范村”。
 

尽管发展条件有所改善,
 

下庄村在推进和美乡村建设过程中仍面临明显的资源与人口

约束。
 

受地理区位与生态环境限制,
 

村庄长期发展基础较为薄弱。
 

同时,
 

人口老龄化问题较为突出,
 

适

龄劳动力比例偏低,
 

65岁以上人口在常住人口中的占比已超过一半,
 

劳动力供给不足逐渐成为影响村

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这样的条件下,
 

下庄村通过强化基层组织的动员能力,
 

引导多元主体参与

产业培育和文旅融合发展,
 

逐步推动基础设施改善、
 

公共服务提升以及产业结构优化,
 

探索出一条具有

典型山区特征的乡村转型路径。

从发展特征来看,
 

下庄村的发展历程呈现出一个多层级行动者互动的典型图景。
 

政策方面,
 

村庄发

展始终与宏观政策演进保持紧密关联。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
 

再到当前的和美乡村建设,
 

下庄村的实

践进程受到国家战略导向与地方政策的双重影响,
 

为观察宏观政策如何通过地方治理逐级传导并落地

于村庄层面提供了具体场景。
 

多层级行动者网络方面,
 

在资源与环境双重约束下,
 

下庄村的发展实践呈

现出多主体协同的特征。
 

地方政府、
 

村级组织、
 

经营主体与农户之间形成了持续互动的合作关系。
 

土地、
 

公共空间、
 

基础设施与产业载体等物质要素在产业培育和空间营造过程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分析

多层级行动者网络的构成及其互动机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素材。
 

此外,
 

下庄村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凝练形

成的“下庄精神”,
 

作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
 

已融入村庄公共空间、
 

产业项目与治理实践,
 

并

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村庄行动者网络的持续演变。
 

区域类型方面,
 

下庄村在生态环境约束强、
 

资源禀赋

有限、
 

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等方面,
 

与西南喀斯特山区大量中小村庄具有一定相似性,
 

其发展路径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源约束型山区村庄在国家政策推动下推进乡村振兴与和美乡村建设的普遍实践情境。
 

因此,
 

该案例不仅为从多层级行动者网络视角分析和美乡村建设的过程及协同机制提供了较为典型的

研究情境,
 

也为理解西南山区类似村庄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实现协同发展的和美乡村建设路径提供了

具有参考意义的经验。

2.2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包括矢量数据、
 

栅格数据和属性数据3类。
 

矢量数据包括重庆市和巫山县乡镇行政边界矢量

数据以及下庄村行政边界数据,
 

其中前两者来源于BIGEMAP平台,
 

下庄村行政边界数据由竹贤乡政府提

供。
 

栅格数据为从Bigemap官方网站下载的下庄村数字高程模型(DEM)数据。
 

属性数据主要包括人口结

构、
 

收入状况及农户生产生活特征等数据,
 

其来源包括田野调查、
 

半结构化深度访谈、
 

农户问卷、
 

地方政府

公开文件以及媒体报道等多种渠道。

2.3 研究方法与过程

自2016年以来,
 

研究团队持续关注下庄村的发展实践,
 

逐步积累了较为系统的历史资料与现实调查材

料。
 

2023年11月至2025年1月,
 

围绕下庄村和美乡村建设的推进过程开展了多轮实地调研,
 

并综合运用

半结构化访谈、
 

参与式观察以及农户问卷调查等方法,
 

对不同行动者的角色、
 

行为及其互动关系进行了系

统记录。
 

调研前期主要通过访谈竹贤乡政府相关负责人以及下庄村两委成员,
 

梳理村庄发展历程与关键事

件,
 

初步识别和美乡村建设过程中参与的主要行动者及其职责分工。
 

随后,
 

研究团队围绕民宿与农家乐经

营者、
 

企业负责人、
 

专业合作社带头人以及返乡创业者等主体开展深度访谈,
 

重点了解产业项目的运作方

式、
 

资源配置过程以及利益联结机制。

本研究共完成半结构化访谈17人次(表1)。
 

与此同时,
 

以农户家庭为对象开展入户问卷调查,
 

用以补

充家庭生计结构、
 

公共服务获取情况以及村庄建设成效认知等方面的信息。
 

共发放问卷70份,
 

回收有效问

卷65份,
 

样本覆盖下庄村大部分常住农户。
 

此外,
 

还通过线上方式,
 

对县、
 

乡两级政府相关负责人、
 

驻村

工作队成员及村干部进行了持续跟踪访谈,
 

以进一步完善资料。
 

在资料分析阶段,
 

主要采用定性分析方法

对访谈与调查材料进行系统整理。
 

所有访谈录音首先被逐字整理成文本,
 

并结合田野笔记及相关政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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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交叉核对。
 

随后,
 

围绕研究问题对访谈文本开展主题式编码,
 

重点关注不同行动者在和美乡村建设过

程中的角色定位、
 

资源获取与使用方式、
 

政策理解与回应、
 

协作关系变化,
 

以及空间与土地利用调整等内

容。
 

研究团队通过反复通读与比较分析,
 

对相关表述进行概念归纳,
 

并将相近内容整合为若干分析主题,
 

从而识别不同时期行动者互动方式的变化特征及关键事件节点。
 

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结合过程追踪方法,
 

对下庄村和美乡村建设中的关键事件进行阶段划分,
 

重点分析不同行动者在各层级网络中的嵌入位置及其

角色变化,
 

并围绕政策引入、
 

资源配置、
 

项目推进与组织协调等关键节点,
 

系统梳理行动者之间的问题界

定、
 

协商与行动对齐过程,
 

为后续协同机制分析提供过程性证据。
表1 主要访谈对象概况

编号 访谈对象 访谈内容

XZ001 乡镇政府负责人 下庄村乡村振兴的项目、
 

资金和政策等

XZ002 村级治理主体(村两委干部) 下庄村发展历程、
 

基本情况、
 

修路故事及村庄未来规划

XZ003 村级治理与创业主体(返乡青年、
 

村主任) 返乡及创办扎染坊原因、
 

返乡就业环境

XZ004 县级职能部门负责人 巫山县在下庄村村庄建设过程中投入的项目、
 

资金和政策等

XZ005 个体经营主体(农家乐经营者) 开办农家乐原因、
 

经营状况及未来规划

XZ006 基层公共服务与治理人员(村医、
 

综治专干) 下庄村产业发展历程、
 

村医疗卫生条件

XZ007 产业带动主体(致富能人) 家庭基本情况、
 

致富经历、
 

成功经验

XZ008 个体经营主体(民宿经营者) 修路相关细节、
 

民宿经营情况

XZ009 产业组织主体(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合作社基本信息、
 

经营模式和状况

XZ010 文旅企业主体 公司主营业务、
 

经营状况、
 

与农户合作模式及利益分配情况

XZ011 普通农户 生活变化、
 

村庄发展影响

XZ012 游客 旅游体验评价及建议、
 

消费水平

XZ013 驻村帮扶干部(第一书记) 驻村工作内容、
 

派驻单位开展的帮扶工作等

XZ014 驻村工作队负责人 下庄村修路故事、
 

发展历程及建设困境

XZ015 公共机构运营主体(党校校区负责人) 下庄校区成立背景、
 

动机以及经营模式和发展状况等

XZ016 村党支部书记 下庄村修路细节、
 

村庄发展历程、
 

村庄建设问题及解决方案

XZ017 重庆浙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 公司引入时间及原因、
 

经营状况、
 

与下庄村集体和农户利益

联结方式

3 下庄村转型阶段划分与多层级行动者网络解析

2004年下庄村“绝壁天路”通车,
 

为村庄打开了稳定的外部连接通道,
 

成为下庄村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转

折点。
 

基于这一背景,
 

本研究将研究时段界定为2004年至2026年,
 

通过实地调研和访谈资料梳理影响村

庄发展的关键事件,
 

将建设过程划分为3个阶段:
 

初步宜居阶段(2004-2015年)、
 

宜业发展与居业协同推

进阶段(2016-2020年),
 

以及综合协同推进的和美乡村建设阶段(2021-2026年)。

3.1 初步宜居阶段

3.1.1 阶段概况

2004-2015年,
 

下庄村的发展重点从保障基本生活条件,
 

逐步转向夯实村庄发展的基础支撑。
 

这一阶

段的核心特征是以改善交通为突破口,
 

同时引入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探索,
 

使村庄逐渐具备融入区域发展

网络的条件。
 

2004年,
 

“绝壁天路”通车打破了长期的交通隔绝,
 

使政策资源、
 

技术和市场信息得以进入村

庄,
 

为后续转型奠定了物质基础。
 

正如一位村干部(XZ002)所说:
 

“路修通之前,
 

项目下不来,
 

人也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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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谈发展基本不现实;
 

路通了之后,
 

才有人愿意和我们一起思考产业发展。”
 

在此基础上,
 

借助新农村建

设等政策支持,
 

村两委与村民骨干开始探索特色农业。
 

2013年,
 

外部专家参与评估后,
 

下庄村确定以纽荷

尔柑橘为主导的产业方向,
 

并逐步形成以柑橘、
 

核桃和烤烟为代表的多元农业结构。
 

同时,
 

在“村村通”和

精准扶贫等政策推动下,
 

通信、
 

电网、
 

供水及公共服务设施不断完善。
 

到2015年,
 

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005年的321元提升至7
 

300元,
 

村庄基本完成从生存型发展向初步宜居导向的转型。

从多层级行动者网络视角看,
 

该阶段的关键并不在于单项工程或单个项目的推进,
 

而在于以交通基

础设施为重要枢纽,
 

将基础设施建设、
 

产业培育与公共服务改善持续纳入同一发展目标框架之中,
 

推动

多类行动者围绕“改善基本发展条件”形成初步稳定的协作关系,
 

从而构建起支撑后续转型的基础性行

动者网络结构。

3.1.2 多层级行动者网络构成

初步宜居阶段,
 

下庄村逐步形成由利基层、
 

体制层与景观层共同构成的多层级行动者网络。
 

在利基层,
 

主要的人类行动者是村委会和村民群体,
 

他们承担着具体的生产实践、
 

项目执行和日常治理职能;
 

非人类

行动者则包括土地、
 

房屋、
 

“绝壁天路”、
 

公共活动空间以及承载村庄文化与精神认同的“下庄精神”等资源,
 

其共同构成了村庄转型的直接实践场域和行动载体。
 

其中“绝壁天路”不仅提升了村庄的对外可达性,
 

也改

变了村民对务工、
 

农产品销售和产业可行性的认知,
 

进一步影响了他们参与后续产业发展和建设项目的意

愿。
 

在体制层,
 

人类行动者主要包括巫山县政府、
 

竹贤乡政府、
 

扶贫工作队及对口帮扶单位;
 

非人类行动者

则包括各类政策文本、
 

专项资金配置规则以及交通、
 

电力等基础设施系统。
 

体制层通过政策供给与资源整

合,
 

将上级发展目标转译为可在地操作的建设项目和制度安排,
 

是连接宏观战略与基层实践的关键中介。
 

在景观层,
 

人类行动者主要体现为重庆市政府等宏观治理主体;
 

非人类行动者包括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精准扶贫等国家战略及区域生态环境条件。
 

景观层通过制度导向和发展约束,
 

确定了下庄村转型的总体方

向和行动边界。

整体而言,
 

本阶段多层级行动者网络以体制层为主要枢纽,
 

将景观层的战略目标持续转译为基层可执

行的行动方案,
 

并通过利基层的实践反馈不断调整具体实施路径,
 

形成以政策项目和基础设施为主要媒介

的纵向联动网络结构。

3.1.3 转译过程

下庄村在初步宜居阶段所形成的多层级行动者网络,
 

经历了问题界定、
 

征召与角色赋予、
 

协商与调适

以及网络稳定等连续性的转译过程。

在问题界定环节,
 

县政府、
 

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将交通闭塞、
 

基础设施薄弱、
 

产业结构单一等现实困难

共同界定为制约脱贫与新农村建设的关键障碍。
 

同时,
 

土地、
 

房屋及自然文化资源等非人类行动者因利用

效率偏低、
 

空间条件受限等问题,
 

被纳入需要处理的对象范围。
 

多重困境由此被整合为推进新农村建设、
 

发展特色产业、
 

实现整体脱贫的集体行动议题,
 

并构成各行动者必须通过的强制通行点。

在征召与角色赋予阶段,
 

巫山县政府与村委会作为核心组织者,
 

通过项目安排、
 

资金统筹与政策解读

等方式,
 

将多元行动者逐步纳入统一行动框架。
 

其中,
 

县级部门主要负责交通、
 

农业与公共服务等领域的

资源统筹;
 

乡镇政府承担具体执行与协调职能;
 

村委会负责组织动员与矛盾调处;
 

村民则被重新定位为产

业参与者与村庄建设主体。
 

与此同时,
 

围绕产业培育与基础设施建设,
 

县、
 

乡政府与村委会持续对土地的

功能属性与利用方式进行界定、
 

协调并制度化安排,
 

使土地这一非人类行动者被重新纳入产业发展与公共

建设网络。
 

土地功能随之由传统粮食生产转向经济果园、
 

退耕还林空间与基础设施承载空间,
 

并在产业布

局与项目实施中被持续征召为关键资源节点。
 

这一转变进一步影响农户的种植结构、
 

劳动力投入与收益预

期,
 

推动原有分散经营方式向规模化与组织化方向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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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商与调适阶段,
 

围绕新产业风险、
 

住房需求与土地调整等议题,
 

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分歧逐渐显

现。
 

村委会在乡镇政府支持下,
 

借助免费苗木与技术培训、
 

分户建房协调、
 

退耕还林补贴落实等制度工

具,
 

对村民的观望与顾虑进行回应;
 

乡村能人通过示范种植与带头参与,
 

将个体行动带动为集体行动,
 

强化村民对特色产业路径的认同。
 

该阶段转译策略呈现“政策激励—示范带动—组织协调”的组合特征,
 

通过降低参与风险,
 

推动村民逐步融入产业与建设网络。
 

随着基础设施持续改善、
 

特色产业逐步发展,
 

以及矛盾在制度化调解机制中得到有效调解,
 

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在共同目标框架下形成了相

对稳定的协作关系。

总体而言,
 

本阶段转译主要由体制层为主导,
 

通过项目实施与制度安排,
 

将宏观层面的扶贫与新农村

建设目标转化为在地可操作的发展路径,
 

实现了政策逻辑、
 

资源配置与村庄日常实践之间的有效衔接。
 

由

此,
 

下庄村逐步形成以交通基础设施与初级产业网络为支撑、
 

以村委会与乡村能人为关键中介的“人—

地—业”行动者组合格局,
 

为后续围绕产业组织化与利益联结展开的转译实践奠定了基础性网络条件。

3.2 宜业发展与居业协同推进阶段

3.2.1 阶段概况

2016-2020年,
 

在前期交通条件改善和主导产业初步成型的基础上,
 

下庄村的发展重心由以改善生产

生活条件为主转向以产业发展带动村庄发展为导向,
 

其核心特征在于以产业组织化和利益联结机制为主要

抓手,
 

推动生产空间与居住空间的适应性调整。
 

在脱贫攻坚政策背景下,
 

县级部门、
 

乡镇政府、
 

村级组织与

企业主体围绕产业规模扩张、
 

标准化生产和市场对接等目标持续开展协作,
 

通过项目整合与组织重组,
 

引

导农户以多种形式进入产业链运行过程,
 

村集体在产业组织与资源统筹中的作用随之增强。
 

为匹配产业发

展与旅游接待需求,
 

道路、
 

冷链、
 

仓储及配套服务设施不断完善,
 

生产、
 

加工与流通环节的衔接逐步强化。
 

至2020年,
 

下庄村基本形成以特色农业为核心、
 

以村集体和企业为主要组织节点、
 

以农户为广泛参与者的

产业协同格局。

本阶段的关键变化并非产业规模的单纯扩大,
 

而是产业发展目标逐渐成为不同层级行动者持续协作的

共同参照框架。
 

原有以单个项目为主的合作关系开始转向基于组织协同和利益联结的稳定协作结构,
 

为后

续综合协同发展提供制度与组织基础。

3.2.2 多层级行动者网络变化

伴随村庄发展目标由脱贫导向转向品质提升与产业融合导向,
 

下庄村行动者网络的构成及其层级关系

发生明显调整。
 

原以脱贫攻坚任务为核心的扶贫工作队逐步退出网络,
 

乡村能人、
 

专业合作社、
 

民宿与农

家乐经营主体、
 

游客等人类行动者,
 

以及下庄人事迹陈列室、
 

愚公大讲堂、
 

村史馆、
 

天路景观节点、
 

街道景

观和自媒体平台等非人类行动者陆续嵌入网络。
 

在利基层,
 

随着新的行动者不断进入,
 

村委会与乡村能人

逐渐成为推动利基层网络演化的核心行动者,
 

村委会主要负责产业项目统筹、
 

建设事务实施及基层治理协

调,
 

乡村能人则通过创办民宿、
 

组织经营活动,
 

带动村民创业,
 

逐渐成为推动村庄内生动力的重要力量,
 

其

他人类行动者还包括从事农业生产、
 

旅游经营与民宿运营的村民、
 

提供旅游接待服务的民宿和农家乐经营

者,
 

以及推动特色农业专业化和市场化运作的硕多柑橘合作社、
 

元裕核桃合作社;
 

非人类行动者主要包括

房屋、
 

土地、
 

街道景观等物质空间载体,
 

以及“下庄精神”和非遗文化等象征性资源。
 

在体制层,
 

人类行动者

主要包括市、
 

县、
 

乡各级政府部门,
 

以及对口帮扶单位和驻村帮扶工作队,
 

承担政策制定、
 

项目配置、
 

资金

支持与组织协调等职能;
 

非人类行动者包括政策文本、
 

财政资金、
 

基础设施系统以及各类自媒体平台资源。
 

其中,
 

基础设施作为政策目标向基层实践转化的重要中介,
 

在体制层与利基层之间起到连接作用;
 

自媒体

平台则在乡村形象传播、
 

旅游信息扩散与社会关注度提升过程中,
 

逐渐成为新的网络节点。
 

在景观层,
 

自

然生态环境尤其是五里坡世界自然遗产地及其周边乡村景观,
 

为村庄发展提供相对稳定的生态背景,
 

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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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发展方式与生态保护边界产生持续影响。

与上一阶段以县级政府为主要枢纽的纵向治理结构相比,
 

本阶段中村委会与乡村能人逐渐成为连接体

制层资源配置与利基层实践网络的重要跨层级中介行动者,
 

在政策转译、
 

项目协调和资源整合过程中发挥

重要作用。
 

随着参与主体的增加以及发展议题的变化,
 

不同行动者的目标诉求逐渐出现分化。
 

县、
 

乡政府

希望通过产业融合推动区域乡村振兴;
 

村委会更关注基础设施与旅游配套方面的不足,
 

力图提升整体宜居

宜业水平;
 

村民期望增加收入并改善居住与公共服务条件;
 

乡村能人希望获得稳定的发展平台和政策支

持,
 

实现个人发展与村庄发展的协同;
 

合作社需要解决销售渠道单一、
 

产品附加值偏低等问题;
 

游客则更

加关注乡村休闲体验的稳定性和地方特色;
 

而以“下庄精神”和“绝壁天路”为代表的文化与景观资源,
 

也需

要通过合理开发实现价值转化。

随着核心行动者由县级政府逐渐转向村委会与乡村能人,
 

在问题再界定阶段,
 

村委会联合乡村能人将

“推进产业提质增效并促进居业空间协同发展”界定为各类进入合作网络并获得资源支持的行动者需要共同

回应的议题,
 

并由此形成新的强制通行点。

3.2.3 转译过程

在本阶段,
 

下庄村的行动者网络不再仅表现为既有网络内部的功能调整,
 

而是在体制层与利基层持续

互动中,
 

围绕空间与资源利用展开跨层级的二次转译。
 

这一过程主要表现为核心行动者的重新组合、
 

网络

边界的进一步拓展,
 

以及发展议题由脱贫导向逐渐转向产业推进与居业协同发展。

在问题再界定与征召环节,
 

体制层将“推进产业提质增效并促进居业空间协同发展”的总体目标转化为

“统筹推进产业提质与人居环境改善”的具体议题,
 

并将其作为各类行动者进入合作网络的共同通行条件。
 

县级政府依据相关乡村振兴规划与人居环境整治政策安排,
 

整合交通、
 

农业农村与文化旅游等部门资源,
 

形成面向基层的跨部门征召与动员机制。
 

在具体转译策略上,
 

交通部门推进“下庄天路”硬化升级;
 

农业农

村部门实施厕所革命以及垃圾、
 

污水治理;
 

文化旅游部门设立下庄人事迹陈列室与愚公大讲堂,
 

以强化“下

庄精神”的公共文化传播。
 

同时,
 

乡政府与村委会联合乡村能人组建柑橘和核桃合作社,
 

通过技术引入、
 

组

织化生产与统一销售等方式,
 

回应农户在技术获取与市场对接方面面临的现实难题。

在这一转译过程中,
 

土地及其附着的景观资源持续被纳入规划论证、
 

项目布局与产业策划等议程,
 

并

被界定为支撑旅游开发与产业融合的重要资源节点,
 

从而成为关键的非人类行动者。
 

具体而言,
 

以自然遗

产景观、
 

喀斯特地貌,
 

以及“绝壁天路”为代表的空间要素,
 

多次进入旅游规划与项目论证中,
 

逐渐成为吸

引游客与社会关注的重要资源,
 

并推动原本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空间利用方式向“生产—经营—展示”的复合

功能转变。
 

围绕民宿开发、
 

研学接待与旅游服务等实践,
 

村委会与乡村能人通过项目安排、
 

用途调整和制

度协商,
 

对宅基地使用功能重新界定,
 

使其由单一居住空间转变为兼具经营属性的复合型资产。
 

这一变化

改变了农户参与产业的方式与收益结构,
 

部分农户由单纯生产者转变为经营主体或服务提供者,
 

并在此过

程中重塑了农户与合作社、
 

村委会及企业之间的关系。
 

基础设施与精神文化资源同样深度参与转译过程。
 

电力系统改造、
 

危房整治,
 

以及公共空间提升改善了居住条件,
 

也为旅游活动稳定开展提供必要支撑;
 

“下

庄精神”则通过陈列室讲解、
 

媒体传播和集体活动不断被激活与强化,
 

既增进了村庄内部的集体认同,
 

也提

升了对外传播能力,
 

使其逐渐成为吸引外部资源进入的重要象征性媒介。

随着居业协同发展实践的推进,
 

行动者之间的利益差异逐渐显现,
 

并引发新的协商议题。
 

例如,
 

部分

村民对房屋外立面统一改造方案提出异议,
 

担心传统风貌被削弱,
 

一位村民(XZ011)表示:
 

“统一刷成一样

的颜色,
 

好看是好看,
 

但和以前的房子不太一样了。”
 

部分老年群体对卫生厕所改造的适用性和维护成本持

保留态度;
 

游客数量增加也带来了交通拥堵、
 

垃圾处理和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压力。
 

围绕这些分歧,
 

村委

会与乡政府通过入户沟通、
 

村民议事会,
 

以及现场协商等方式,
 

对房屋改造方案进行适度调整———在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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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的同时保留青瓦与坡屋顶等传统建筑元素;
 

通过示范改造和集中讲解推动卫生设施更新;
 

协调县级部

门完善停车场、
 

垃圾处理及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以缓解旅游发展带来的管理压力。
 

在持续协商与实践调适

过程中,
 

以“提升宜居宜业水平、
 

推动产业与村庄协同发展”为强制通行点,
 

不同层级的人类行动者与非人

类行动者被重新组织进相对稳定的网络结构。
 

村委会与乡村能人持续承担政策转译与资源协调角色,
 

将体

制层配置的项目、
 

资金与制度安排转化为利基层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的具体行动,
 

推动人居环境改善与产

业发展同步推进。

本阶段转译的核心在于以村委会和乡村能人为代表的关键行动者围绕宅基地与景观资源等空间要素的

再利用实践。
 

通过将居住空间、
 

公共空间与旅游经营活动逐步整合进同一实践网络,
 

并借助合作社与民宿

经营主体的参与,
 

推动空间利用方式与产业组织形态同步调整。
 

由此,
 

原本以项目实施为主的协作网络逐

渐转向以居业空间整合与产业组织协同为基础的组织化协作网络。

3.3 综合协同推进的和美乡村建设阶段

3.3.1 阶段概况

2021-2026年,
 

下庄村的发展目标由以产业带动和居业协同推进为主的阶段逐步转向以产业发展、
 

公

共服务、
 

乡村治理与空间品质协同推进为特征的和美乡村建设阶段。
 

该阶段的核心在于将产业发展、
 

公共

服务、
 

乡村治理,
 

以及空间品质提升纳入统一的发展议程。
 

在国家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政策背景

下,
 

县、
 

乡两级政府将下庄村纳入重点建设序列,
 

通过规划统筹与项目协同推动基础设施改善、
 

人居环境

整治、
 

公共服务完善,
 

以及文旅融合发展。
 

与此同时,
 

村级组织在项目协同、
 

资源协调和群众动员中的枢纽

作用进一步增强。
 

产业主体、
 

社会组织,
 

以及外部专业力量以多种形式参与村庄建设,
 

使原本以产业合作

为主的协作网络逐渐扩展至治理、
 

公共服务与空间建设等多个领域,
 

形成更加综合的协同网络。

从多层级行动者网络视角来看,
 

本阶段的变化并不在于单一领域的持续扩展,
 

而在于不同发展目标被

整合进统一行动框架,
 

多层级行动者围绕村庄整体发展愿景逐步形成更为稳定的协作关系。
 

这也标志着下

庄村逐渐进入到以多领域协同运作为特征的和美乡村建设阶段。

3.3.2 多层级行动者网络的再重组

随着发展目标由宜业发展与居业协同导向转为综合建设导向,
 

下庄村的多层级行动者网络在本阶段出

现明显的再重组(图3)。
 

一方面,
 

部分以基础设施建设和脱贫任务为主要目标的行动者在网络中的中心地

位逐渐减弱;
 

另一方面,
 

企业主体、
 

文化机构、
 

返乡青年,
 

以及多样化产业组织不断被征召进入网络,
 

使网

络结构由以村庄内部主体为主的相对封闭状态,
 

逐渐转向多元主体高度参与的开放型结构。

图3 下庄村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行动者主体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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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基层,
 

村民、
 

乡村能人、
 

返乡青年、
 

合作社、
 

民宿经营者、
 

企业主体与游客等人类行动者共同参

与村庄建设实践,
 

土地、
 

智慧果园、
 

民宿房屋、
 

文化设施与景观节点等非人类行动者也被频繁纳入行动

网络,
 

成为多领域协同运作的重要载体。
 

其中,
 

智慧果园及相关产业设施的持续运行使生产活动与技术

管理体系更加紧密地融入企业和合作组织的运营网络之中,
 

改变了原有以农户分散经营为主的生产组

织方式;
 

民宿房屋与文化设施通过统一管理、
 

品牌化运营和活动策划,
 

加强了企业主体、
 

村集体与个体

经营者之间的协作关系,
 

从而重塑多主体之间的合作结构。
 

一位民宿经营者(XZ008)在访谈中提到:
 

“现

在统一做品牌、
 

统一接活动,
 

我们自己单独做很难接到这么多团队。”
 

在体制层,
 

政府部门通过持续政策

制定、
 

项目统筹和资源配置参与村庄建设,
 

并在不同建设领域之间发挥整合与协调作用,
 

是连接多元实

践主体的重要中介行动者。
 

在景观层,
 

国家关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战略导向、
 

区域生态资源,
 

以

及以“下庄精神”为代表的文化象征为网络演化提供了长期的背景约束与方向指引。
 

同时,
 

“下庄精神”通

过研学活动、
 

宣传展示与品牌叙事不断被传播,
 

在外部主体征召与内部行动对齐过程中发挥作用,
 

成为

连接文化传播、
 

产业运营与公共活动的重要象征性中介。

在网络再重组过程中,
 

各类行动者的利益诉求逐渐显现差异。
 

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农文旅深度融合推动

乡村振兴整体水平提升;
 

村委会关注产业组织化与基层治理能力的同步提升;
 

村民期望在保障居住稳定的

前提下实现收入来源多元化;
 

企业更加重视资源整合与品牌运营;
 

返乡青年则在个人发展与乡村共建之间

寻求平衡。
 

土地在多种实践中被反复征召,
 

其用途调整、
 

收益分配方式,
 

以及治理安排逐渐成为行动者协

商的重要议题,
 

并通过影响资源配置规则与合作方式,
 

持续塑造网络结构的调整方向。

3.3.3 转译过程

在农文旅深度融合、
 

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目标引导下,
 

下庄村行动者网络进入第三次转译过

程。
 

与前两个阶段相比,
 

这一过程主要表现为发展议题的重新界定、
 

核心行动者组合的调整、
 

非人类行动

者角色的再定义,
 

以及网络边界的进一步拓展。
 

在问题界定与征召环节,
 

县、
 

乡、
 

村政府通过规划文本和专

项行动方案,
 

将原本分散于产业发展、
 

人居环境整治、
 

公共服务提升和文化建设等领域的行动议题重新整

合,
 

形成以综合提升村庄整体发展质量为导向的统一行动框架,
 

并据此构建新的强制通行点,
 

即通过多领

域协同推进和美乡村建设。
 

在行政征召层面,
 

企业引入、
 

产业园建设和教育培训基地打造等实践被纳入统

一规划体系。
 

巫山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浙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主体作为重要运营方被征召参与

具体运营活动,
 

推动资源以更加市场化和组织化的方式重新配置。
 

土地则通过入股、
 

流转和空间再利用等

方式嵌入产业与文旅项目运行体系,
 

逐渐成为连接政策资源、
 

资本要素与村民参与的重要中介。
 

在市场与

社会征召层面,
 

乡村能人、
 

返乡青年和民宿经营者通过示范效应吸引更多村民参与经营活动;
 

研学旅游、
 

媒体传播,
 

以及数字平台的介入进一步扩大了网络的外部联系,
 

使下庄村的建设实践不断嵌入更广泛的区

域与社会网络之中。
 

在持续征召与协商过程中,
 

智慧果园系统、
 

研学线路、
 

民宿集群和公共文化空间等非

人类要素的运行角色与使用规则被重新界定,
 

其行动性由原先主要的服务产业运营逐步扩展到治理协同、
 

公共服务供给与文化传播等多个领域。
 

这些非人类行动者不仅为具体项目提供物质支撑,
 

还通过运行标

准、
 

技术管理规则和空间使用规范,
 

对企业、
 

村集体与个体经营者之间的分工方式和合作模式形成持续影

响,
 

从而推动行动者网络由以产业运作为主的协作关系逐步转向涵盖治理、
 

公共服务与文化建设等领域的

复合型网络结构。

随着网络规模扩大和参与主体增多,
 

围绕土地收益分配、
 

民宿分红机制、
 

环境承载能力,
 

以及公共设

施配置等问题,
 

不同行动者之间不断出现新的分歧。
 

针对这些问题,
 

地方政府和村级组织通过合同约定、
 

制度调整与配套完善等方式,
 

对利益分配规则、
 

运营责任边界,
 

以及空间使用规范进行制度化安排,
 

并在

持续协商过程中对相关方案进行修正。
 

在不断的征召、
 

协商与反馈过程中,
 

下庄村逐渐形成结构更为复杂、
 

功能更加多元的行动者网络(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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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综合协同推进的和美乡村建设阶段多层级行动者网络

4 下庄村和美乡村建设协同机制分析

下庄村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并非单一政策工具或单一主体推进的结果,
 

而是在多层级行动者网络持

续重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在这一过程中,
 

不同层级行动者通过多轮转译与协商,
 

逐步形成相对稳定的

协同关系。
 

基于此,
 

本研究从多层级联动运行机制、
 

“人—地—业”关键行动者转译机制,
 

以及多层级行动

者网络能力累积机制3个方面,
 

对下庄村和美乡村建设过程中协同机制的生成进行分析。

4.1 “景观层—体制层—利基层”的联动运行机制

下庄村多层级行动者能够协同发展,
 

关键在于逐渐形成了一种多层级联动的运行机制,
 

其主要特征表

现为政策目标的持续对齐、
 

项目工具化的转译,
 

以及基层实践经验不断进入决策过程。
 

该机制并不是简单

的行政传导,
 

而是在不同层级行动者持续互动与反馈中逐渐形成的。
 

宏观战略、
 

制度安排与基层实践由此

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衔接关系。
 

在这一运行机制中,
 

景观层通过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导向等制度框架,
 

对地方发展方向与建设边界进行总体界定,
 

并为多层级行动者网络提供总体问题框架与

价值指引。
 

体制层围绕这些战略目标,
 

通过规划文本、
 

项目设置、
 

资金配置规则和组织动员机制,
 

使原本较

为抽象的政策要求逐步转化为具有操作性的建设任务、
 

实施规范与绩效目标。
 

相关建设任务往往以项目化

方式展开,
 

并通过项目实施对利基层行动者进行征召和角色赋予。

在具体建设实践中,
 

利基层行动者会结合现实条件,
 

对政策工具和实施方案进行再解释与调整。
 

同时,
 

实施过程中出现的现实约束、
 

治理难题以及群众诉求,
 

也会通过信息反馈、
 

协商沟通和实践总结等途径不

断进入体制层的决策环节,
 

使项目内容与实施方式在实践中得到持续修正。
 

在景观层、
 

体制层与利基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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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反复互动中,
 

政策目标、
 

项目工具与在地行动逐渐实现稳定对齐。
 

不同层级行动者之间也逐步形成较

为清晰的职责分工和协作预期。
 

由此,
 

多层级联动运行机制为下庄村跨部门、
 

跨主体和跨领域协同提供了

制度基础,
 

并为协同关系进一步扩展创造了条件。

4.2 “人—地—业”关键行动者转译机制

在多层级联动运行机制的支撑下,
 

下庄村跨主体协同关系的生成主要依托以“人—地—业”为核心的关

键行动者转译机制。
 

该机制并非简单的要素叠加,
 

而是依靠关键行动者持续发挥转译中介作用,
 

使政策目

标、
 

资源要素与地方实践在具体行动中逐渐形成新的匹配关系。
 

协同关系也在行动者网络的运行过程中逐

渐形成并趋于稳定。
 

“人”主要指在不同层级之间持续发挥中介与协调作用的基层干部、
 

村级组织带头人和

乡村能人等关键行动者。
 

他们通过对政策目标与项目规则进行解释,
 

使上级发展导向能够被转译为村庄层

面可理解、
 

可执行的具体行动方案。
 

同时,
 

这类中介行动者还在政府部门、
 

企业主体与村民之间调节认知

差异与利益预期,
 

并通过协调资源配置、
 

化解实施冲突以及组织集体行动,
 

使原本分散的个体行为逐渐转

化为具有一定组织基础的集体行动。
 

“地”作为关键非人类行动者,
 

在实践中不断经历功能重构与价值再界

定。
 

通过土地流转、
 

入股经营、
 

空间整合、
 

用途调整等制度安排,
 

原本以生产和居住为主的土地与公共空间

逐渐转化为承载产业经营、
 

公共服务和文化展示等多重功能的复合空间载体。
 

土地因此成为连接政策资

源、
 

资本要素与村民参与的重要非人类中介,
 

使外部资源能够嵌入具体空间实践。
 

“业”则通过组织化生产

与市场化运作,
 

将技术体系、
 

资本逻辑和治理规则持续引入村庄社会网络。
 

一方面,
 

产业主体在项目实施

和经营实践中,
 

将政策支持与金融资源转化为具体的生产组织形式和利益联结机制;
 

另一方面,
 

通过经营

模式设计、
 

品牌塑造与市场对接,
 

不断调整多方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
 

使原本松散的参与主体逐渐嵌入较

为稳定的协作结构。

在“人—地—业”关键行动者转译机制持续发挥转译中介作用的过程中,
 

不同主体的目标诉求、
 

资源配

置方式以及行动逻辑在实践中不断实现重新对齐。
 

跨部门、
 

跨主体与跨领域的协同关系由此逐渐稳定,
 

并

成为下庄村和美乡村建设协同机制运行的重要基础。

4.3 多层级行动者网络能力累积机制

下庄村由初步宜居阶段向宜业发展与居业协同推进阶段转变,
 

并进一步进入综合协同推进的和美乡村

建设阶段,
 

这一演进并非单次政策升级所导致,
 

而是在持续协同实践中通过行动者网络能力不断累积所形

成的结构性变化。
 

多层级行动者网络能力的形成与提升,
 

本身也是前两类机制长期运行的结果。

在由初步宜居阶段向宜业发展与居业协同推进阶段转变的过程中,
 

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网络在多轮项

目实施与跨部门协同中逐渐完善并趋于稳定。
 

基层中介行动者在持续协调项目推进、
 

处理主体分歧以及组

织群众参与的实践中,
 

也逐渐形成较为稳定的中介协调能力。
 

与此同时,
 

土地与公共空间在多轮用途调整

与制度安排中逐渐具备向经营性与服务性用途转化的现实条件,
 

其空间可配置性不断增强,
 

围绕土地与公

共空间用途重构以及功能再界定所形成的空间转译能力也在实践中不断积累。
 

在由宜业发展与居业协同推

进阶段迈向综合协同推进的和美乡村建设阶段的过程中,
 

产业组织体系逐渐走向专业化与品牌化,
 

空间资

源配置方式也逐渐实现规范化与资产化。
 

产业运行网络、
 

空间利用网络与基层治理网络之间的协同程度随

之提升。
 

在多轮征召、
 

协商以及制度化修正过程中,
 

网络内部逐渐形成较为稳定的协作规则、
 

利益分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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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与运行惯例,
 

复杂协作因此能够在更大范围和更多领域中展开,
 

产业组织能力也随之不断增强。
 

因此,
 

下庄村建设阶段的跃迁并非外部政策简单叠加的结果,
 

而是多种网络能力在协同机制持续运行中逐渐累积

的结果。
 

其中,
 

中介协调能力、
 

空间转译能力和产业组织能力在长期实践中不断增强。
 

当这些能力累积到

一定程度后,
 

行动者网络的整体运行方式随之发生结构性变化。

总体来看,
 

下庄村和美乡村建设协同机制,
 

是多层级联动运行机制提供制度与组织基础、
 

“人—地—

业”关键行动者转译机制推动跨主体协同关系持续生成,
 

以及多层级行动者网络能力累积机制促使协同关

系不断稳定和扩展的综合结果。
 

3类机制在实际运行中相互作用、
 

彼此支撑,
 

并通过持续的跨层级与跨主

体转译过程,
 

推动协同关系逐步形成并不断拓展。

5 结论与展望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是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在更高发展阶段的重要实践,
 

回应了乡村地区在

生产条件改善、
 

公共服务提升与人居环境优化方面的现实需求。
 

本研究引入多层级行动者网络视角,
 

以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为案例,
 

分析了不同阶段各类行动者参与和美乡村建设的过程与机制。
 

研究表明,
 

下庄村的和美乡村建设并非由单一政策或单一主体推动,
 

而是在国家相关政策持续实施的

背景下,
 

由不同层级政府主体以及企业、
 

合作社、
 

村民等多元行动者共同参与,
 

并在持续互动与转译

过程中逐步推进。

研究进一步发现,
 

下庄村的村庄发展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
 

从以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改善为重点的

初步宜居阶段,
 

到产业发展与空间利用调整并行的宜业发展与居业协同推进阶段,
 

再到产业发展、
 

公共

服务、
 

乡村治理与空间品质逐渐提升的综合协同推进的和美乡村建设阶段。
 

在这一过程中,
 

多层级行动

者网络的构成及其关系结构持续调整,
 

关键行动者与合作方式随之变化,
 

网络整体呈现出不断重组并逐

步稳定的演化特征。
 

围绕道路建设、
 

产业发展、
 

公共空间营造与文旅项目推进等实践,
 

不同层级行动者

通过协商、
 

动员与资源配置形成多主体协同关系,
 

并在多轮转译中不断调整合作结构,
 

推动村庄发展目

标逐步实现。
 

从运行机制来看,
 

下庄村和美乡村建设协同关系的形成主要得益于3类机制的共同作用,
 

一是“景观层—体制层—利基层”的联动运行机制,
 

通过政策目标、
 

项目工具与基层实践的持续互动,
 

实

现不同层级行动者行动方向的匹配与调整;
 

二是以“人—地—业”为核心的关键行动者转译机制,
 

通过关

键中介行动者协调资源要素与行动逻辑,
 

推动跨主体协同关系的持续生成;
 

三是多层级行动者网络能力

累积机制,
 

通过中介协调能力、
 

空间转译能力与产业组织能力的逐步积累,
 

使行动者网络在长期实践中

形成更加稳定和多元的协作结构。

在理论层面,
 

本研究从多层级行动者网络视角出发,
 

分析了山区村庄推进和美乡村建设过程中行动者

协同关系的生成机制,
 

丰富了行动者网络理论在乡村建设研究中的应用,
 

也为理解不同层级行动者在乡村

发展中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在实践层面,
 

研究表明,
 

和美乡村建设不仅依赖政策资源的持续

投入,
 

还需要通过关键行动者发挥转译与协调作用,
 

并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稳定的协作规则与组织基

础,
 

从而推动多主体协同关系不断深化。

需要说明的是,
 

本研究结论主要基于单一村庄的纵向案例分析,
 

不同地区在资源禀赋、
 

发展基础与制

度环境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因此和美乡村建设的协作方式及其运行机制仍具有一定情境依赖性。
 

未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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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不同类型地区开展对比研究,
 

并结合过程追踪与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
 

对多层级行动者网络的演化

过程进行进一步探讨,
 

以深化对和美乡村建设协同机制及其适用条件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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